
书写文化的新变与士人文学的兴起

———以 《春秋》及其早期阐释为中心

程 苏 东

摘　要：以战国至汉初公羊学为代表的早期 《春秋》学建立起一种基于 “私人

性书写”的文本阐释体系，不仅 “作者”的形象由此确立，“书写”也被重新赋予

更加丰富的文化内涵，成为士人存续道统、同时也实现自身价值的重要方式。与根

植于宫廷文化传统的职务性、程式化书写不同，这种私人 “著述”强调个人价值的

独立呈现，倡导个人化的书写风格，而读者也需要通过对这些个人化书写方式的把

握来体会书写者的独特用心。从早期文学发展的整体视域看来，围绕 《春秋》展开

的一系列阅读与阐释方法的革新成为孕育早期文学理论的温床，在文本的功能、形

式与接受等多个层面均深刻影响了士人文学传统的建立，值得引起文学史研究者

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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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程苏东，北京大学中文系副教授 （北京　１００８７１）。

在近代学术史上，“书写”与 “文学”之间的关系曾经是一个颇具争议性的论
题。林传甲在 《中国文学史》（１９０４）中以 “书契创造”为文学史之开篇，高标 “书
契开物成务之益”；① 章太炎 《国故论衡》（１９１０）则对这种一切 “著于竹帛”者皆
为 “文”的观念进行了系统论证，② 强调 “书写”是 “文”得以生成的前提与标志，

并将包括表谱、簿录等 “无句读之文”在内的一切书写行为均纳入文学范畴之中，③
“书写史”由此成为文学史叙述的基本主线。与此同时，仪征后劲刘师培在其 《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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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 “《春秋左传》校注及研究”（１５ＺＤＢ０７１）阶段性成果。
林传甲：《中国文学史》，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北京：北京大学出
版社，２００５年，第３１页。
章太炎：《国故论衡》，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３年，第５２页。
事实上，林传甲 《中国文学史》已经将表、谱纳入 “文学史”范畴。（陈平原辑：《早
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１２３、１６７页）



杂记》（１９０５）中则发扬乡贤阮元之说，① 力倡 “文笔之辨”，在将 “韵语俪词”确
立为 “文章”正宗的同时，也将语、论等 “杂著”排除出文学范畴之外。② 基于对
“声教”传统的强调，刘氏认为 “记诵之学大行，而中国词章之体，亦从此而生”，③
“书写”并非界定文学范畴的标准，只是口头文学发展到相当水平后的一种物质化手
段而已。阮、章各持一端，亦各有附从及调和者，④ “书写”的文化内涵遂成为学界
关注的话题之一。

不过，随着 “新文化”运动风起云涌，章氏文学观渐成 “羲皇上人”，刘师培对
于词章形式的强调亦为陈独秀 “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观所取代。⑤ 在学风转
换之际，由于胡适着意论证 “国语文学”、“白话文学”的正当性，基于口语的神话
传说、民歌、乐府、词曲、白话小说，以及具有口语化倾向的部分诗文被塑造为文
学史演进的主线。“书写”不仅在此过程中显得无足轻重，甚至因其发展出 “文言”

这种 “死文字”形态而被视为限制 “国语文学”发展的 “大不幸”。⑥ 胡适的这一思
路深刻影响了此后中国文学史的研究路向，⑦ 尽管不似胡适般激进，但以基于口语
演进的 “活文学的历史”而非基于书写传统的 “死文学的历史”主导文学史叙述的
观念在一定程度上仍被广泛采纳。⑧ 这一观念又与２０世纪初黄人、朱希祖等对西方
“纯文学”观念的引介相结合，⑨ 被视为 “杂文学”的各类 “书写”遂被排除在文学
史叙述的主流之外。除了在风格学层面尚见讨论外，“书写”本身也鲜少成为文学史
研究的基础视角。

有趣的是，即便是在这样的学术传统中，“私人性书写”，亦即私人 “著述”的
出现仍被普遍视为文学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事件。章学诚在 《校雠通义·原道》

以及 《文史通义》的 《诗教》、《言公》、《文集》诸篇中均论及 “古无私门著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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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阮元：《文言说》、 《书梁昭明太子文选序后》、 《与友人论古文书》， 《揅经室集》，
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３年，第６０５—６０６、６０８—６１０页。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５、

１１２、１２１页。
刘师培：《中国中古文学史　论文杂记》，第１１１页。
参见黄侃：《黄侃文学史讲义》，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８页；游国恩：
《先秦文学　中国文学史讲义》，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５年，第４—８、１５４—１５５页。
陈独秀：《文学革命论》，《独秀文存》上册，上海：上海亚东图书馆，１９２３年，第

１３６页。
胡适：《白话文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８册，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１９９８年，第１５５页。
参见陈广宏：《中国文学史之成立》，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６年，第２４０页。
胡适：《白话文学史》，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第８册，第１５０—１５１页。
关于西方 “纯文学”概念的演进，参见方维规：《西方 “文学”概念考略及订误》，《读
书》２０１４年第５期。



问题，① 唯在立场上则视 “著述”为 “言公”这一古典传统逐渐式微的产物。余嘉

锡 《古书通例》将这一论题落实到对早期文本形态的考察上，在对 “古书不题撰

人”、“古书不皆手著”等现象进行论证后，余氏亦将其归因于古人不求显名的 “质

朴”心态。② 罗根泽 《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１９３１）虽仍取章氏之说为引论，但其

立场已变为视诸子著述为 “思救世弊，应时而出”之作，③ 对其文学史意义的评价

亦转向积极。罗氏此文成为其后文学史叙述的基本范式。④ 简言之，战国以前文本

的普遍阙名反映了早期文本的生成机制：《书》中的训、诰、誓、命是宫廷中的职业

书写者对其所 “闻”王公贵族慷慨陈词的记录，《孙子》、《论语》、《孟子》、《墨子》

则是弟子、后学对其所 “闻”圣贤格言的笔录，而无论是贵族还是圣贤，他们都不

必亲自介入文本的书写过程。在以这些文本构建起的早期文学史与文学批评传统中，

无论是 “辞达而已矣”，还是 “言之无文，行而不远”，⑤ 强调的都是 “言说”而非
“书写”的艺术。究竟文本由谁 “书写”，这虽然成为后人对于文本的生成时代及其

可靠性加以评估的关键因素，但在当时的文学现场中却未必具有核心意义。一个基

本共识至此足以揭示———文学并非天然与 “书写”相关，“书写者”也并非天然就是

文本的主宰。这两种情形的转变，均有待于以士人为主体展开的私人 “著述”之风

的出现才得以发生。

基于私人著述的出现所具有的文学史意义，学界已经从政治史、社会史、思

想史等外部层面对其展开了大量研究，⑥ 但受到文学史研究整体范式的影响，从
“书写史”、书籍史等内在、微观层面展开的研究似乎尚不多见。产生于宫廷文化中

的 “书写”如何从一种行政技能转变为士人实现自我价值的重要方式？在后世文学

史中被视为当然的私人 “著述”最初如何获得其合法性？从 “言说”到 “书写”，前

者基于一种互动的现场语境，后者却是孤独的个人体验，这种文本生成方式的转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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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５年，第９５１、６２、

１６９、２９６页。
“质朴”一词系余氏援自陈启源 《毛诗稽古编》。（余嘉锡：《目录学发微　古书通例》，
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７年，第２０１页）
罗根泽：《战国前无私家著作说》，周勋初编：《罗根泽说诸子》，上海：上海古籍出版
社，２００１年，第７４页。罗氏在１９３２年为此文所撰跋文中对此观念又有进一步发挥，
参见周勋初编：《罗根泽说诸子》，第７６页。
如１９３７年出版的陈柱 《中国散文史》即称春秋以前之文 “皆左史右史之遗也”，至战
国诸子 “始各以其学术鸣”，而 “此一时代为吾国学术最发达时代，而亦为吾国文学最
灿烂时代。”（陈柱：《中国散文史》，北京：东方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第４１页）
刘宝楠：《论语正义》，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６４２页；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
疏》，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０年，第１９８５页。
代表性成果参见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２６—３３
页；方铭：《战国文学史论》，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０８年，第２７—９０、１０９—１１４页。



显然并非我们想象的那样理所当然，那些富于智慧的士人们，是他们失去听众了吗？

还是他们发现了 “书写”的某种独特奥秘？更重要的，作为士人文学传统得以建立
的基础，“著述”的文化内涵是依托于哪些文本、在何种背景之下得以建立的？这一
过程对于士人文学创作传统与批评方式的形成具有哪些影响？看起来，这些问题并
不容易回答，其中很多细节也许永远难以探明，但对于我们理解早期文本的生成方
式以及士人文学传统的建立却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有必要回到林传甲、章太
炎等对于 “书写史”的关注中，同时借鉴２０世纪中叶欧美学界兴起的书籍史研
究，① 重新考察私人 “著述”的文化内涵得以确立的过程及其意义。

一、沉默的书吏：宫廷文化中的早期书写

“书写”究竟意味着什么？这是近代以来国际学术界争议较多的论题之一。就目
前掌握的材料来看，书写在不同文明的早期传统中承担的功能存在差异，② 纸草上
的古埃及文字大多与颂神、祝祷等宗教性事务有关，泥版上的苏美尔时代楔形文字
则有七成半是商业和行政记录，③ 至于两河流域的乌鲁克、高拉、苏萨等早期文明，

以及美洲的印加帝国则在没有文字的情况下发展了千年之久。这种比例上的失衡固
然与考古发现的偶然性有关，但也多少显示出不同文明发展模式的差异。就中国的
书写传统而言，西方学界依据文本物质载体的不同，将早期中国的书面文本分为卜
辞、铭文、刻石等 “硬文本”以及简、牍、帛书、纸书等 “软文本”，前者具有强烈
的仪式功能，后者则更具实用性。李零参考此说，从功能层面将早期书写区分为
“记录性”与 “纪念性”两种类型。④ 简言之，所谓 “记录性”文本，即基于 “备忘”

的目的，将各种信息书面化的产物。国家在权力扩张的过程中会出现大量信息，例如
诏令、刑律、占辞、谱牒、户档、赋税、天象、舆地、物产、时令、农术、药方、兵
法等等，它们不仅数量庞大，对准确性又有较高的要求，显然是人类记忆难以驾驭
的，“书写”遂成为国家管理的一种重要方式。⑤ 甲骨卜辞中已出现史、太史、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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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书籍史研究的学术史与基本方法，参见戴维·芬克尔斯坦、阿利斯泰尔·麦克利
里：《书史导论》，何朝晖译，北京：商务印书馆，２０１２年。关于中国早期书籍史，参
见程章灿、许勇：《书史纵横》，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２０１７年，第３—３５页。
参见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 《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北京：科学
出版社，２００９年 ，第２８７—２８８页。
参见斯蒂文·罗杰·费希尔： 《书写的历史》，李华田、李国玉、杨玉婉译，北京：中
央编译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第３４、４７页。
李零：《简帛古书与学术源流》，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０４年，第４２—４３页。
除文字以外，印加帝国曾使用 “魁普”作为国家行政中辅助记忆的工具，陶筹、印章、封球
印纹或数字泥版也都曾经作乌鲁克、高拉、苏萨等早期城市国家在行政管理中使用的工具。
参见拱玉书、颜海英、葛英会：《苏美尔、埃及及中国古文字比较研究》，第２９４—３０１页。



之史、作册等与书写相关的职务，《尚书·多士》载 “惟殷先人，有册有典”，① 《左
传》载伯禽受封之物有 “祝宗卜史、备物典策”，② 曹刿更以 “君举必书”作为约束
君主的一种方式，③ 显示在商周时期，“书写”已成为宫廷中基本的行政管理手段。

所谓 “纪念性”文本，也可称为 “仪式性”文本，是近年来颇受学界关注的一
种文本书写现象。巫鸿在讨论中国古代艺术与建筑时使用了 “纪念碑性”
（Ｍｏｎ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ｔｙ）这一概念，而在文本书写的领域，同样存在这类旨在向读者 （也
许称为 “观众”更为合适）宣示威仪的文本。它们除承担记录性文本所具有的备忘
功能外，更是各种仪式的组成部分，在助成仪式的表达效果的同时，也借助其特定
的物质载体在时间层面延宕仪式的现场感。大量的青铜铭文以及石鼓文、诅楚文
（石刻）、始皇石刻、侯马盟书 （玉片）等均属于这一类型。以盟书而言，《周礼·春
官》以 “诅祝” “掌盟、诅、类、造、攻、说、禬、禜之祝号”， 《秋官》又以 “司
盟”“掌盟载之法”，④ 《左传》中则有外史掌恶臣、祝襄、司盟、太史等负责盟书的
书写。它们的正本常常经过 “坎血加书”等仪式而加以埋藏，⑤ 副本则 “藏在周府，

可覆视也”。⑥ 无论是公开仪式的庄重性，还是其副本的贮藏制度，都赋予这种文书
以非凡的公信力。襄公九年 （前５６４），晋士庄子与郑六卿盟，荀偃欲改载书，公孙
舍之以为 “若可改也，大国亦可叛也”；⑦ 襄公十年，郑子孔当国，一度欲 “为载书
以位序”，后诸大夫不从其政，子孔乃不得以接受子产的建议， “焚书于仓门之外，

众而后定”。⑧ 此外，《左传》中还记载了子产铸刑书之事，将刑律成文并刻铸于彝
鼎之上，将其置于国人可以见到的城市公共空间中，这显然不只是对刑律内容的公
布，也是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宣示。

尽管这两类文本在形态、功能与传播方式等层面都存在差异，但它们中的绝大
多数均是官方文本生产机制的一部分，是宫廷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具体而言有两
点值得注意。

第一，书写是一种职务行为，既是特定的权力，也是需承担的义务。许慎言：

“初造书契，百工以 ，万品以 。”⑨ 将书写的出现与百官的设立结合起来，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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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２０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１３４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７７９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８１６、８８１页。
据 《左传》可知，盟书正本除埋藏以外，还有沉入黄河之例，如 《定公十三年》： “荀
跞言于晋侯曰：君命大臣，始祸者死。载书在河。”这些行为似乎意在强调盟书的不可
更改。（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１５０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１３５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９４３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９４８页。
许慎撰，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１９８８年，第７５３—７５４页。



“事”、“尹”、“史”、“吏”等字在甲骨文中均作执笔之形，更可证早期社会中 “书

写”与职官之间的重要关联。

第二，在长期职业化的书写实践中，各种文本均依其功能逐步建立起程式化

的书写体例。在传统的文学理论中，《尚书》被视为文体观念初步建立的标志性文

本，但从书写文化的角度来看，除了偶尔对时空背景略作交代外，《尚书》各篇的

主体内容实为 “记言”，故其多样化的文体风格实为所载言语的 “语体”差异，至

于其书写体例，实颇为一致，特别是 “王若曰”、“王曰”、“周公若曰”、“公曰”

等引语的使用，更具有程式化的色彩。又如 《左传》中常见的载书，大多先简叙

双方义务，尤多以 “毋××”等禁制性话语为辞，最后以 “有渝此盟，明神殛之”

等恫吓性诅辞作结，① 同样具有程式化特征。至于 《左传》中孔子在评论董狐的

史策书写时，也提出所谓 “书法不隐”之说，这里的 “书法”即史策的书写体例，

从 《春秋》、《竹书纪年》、清华简 《系年》等文献看来，史策的书写确有相对固定

的体例可循，② 其他如卜辞、铭文、谱牒等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标准化的书写倾

向。可以理解，对于记录性文本而言，这种书写方式既可以保证国家行政的效率，

同时也可以最大程度地实现书写还原真相、辅助记忆和作为存证的核心功能，避

免书写者个人书写习惯、修辞风格对文本产生的影响；而对于仪式性文本而言，

仪式本身就强调一种形式上的规范性，这也自然要求其使用的文本具有一定的

程式。

不过，尽管商周宫廷中的职业性书写受到各种程式的限制，但在实际书写的过

程中，书写者却常常运用各种书写技巧，隐秘地将其对所书人物、事件的情感立场

表现于笔下。吉德炜在对商王卜辞的研究中指出，不仅多数验辞的书写具有彰显王

权的炫耀性色彩，在少数武丁时期的卜辞中，贞人也通过对部分未应验验辞的书写

来显现其对王权的某种挑战。③ 林甸甸在对甲骨卜辞的修辞术进行系统梳理后指出，

“从早期中国的书写传统来看，修辞的产生和发展，并不是一个从无到有，从质朴到

繁复的单线进化过程。在极简的甲骨卜辞文本中，已经存在明确的修辞意图。”④ 此

外，陈桐生关于 《尚书》、金文的研究也指出商周宫廷中训诰的书写同样表现出一定

程度的修辞性，⑤ 可见即便是卜辞、铭文、训诰这样典型的公共性、仪式性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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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９１０页。
参见过常宝：《祭告制度与 〈春秋〉的生成》，《文学遗产》２０１７年第３期。
吉德炜：《中国正史之渊源：商王占卜是否一贯正确？》， 《古文字研究》第１３辑，北
京：中华书局，１９８６年，第２６１—２６８页。
林甸甸：《记录即修辞：贞人话语与 〈春秋〉书法的修辞术传统》，《第十四届先秦两汉
学术国际研讨会论文集》，新北，２０１７年１１月，第７５—９５页。
陈桐生：《论 〈尚书〉非 “照写口语”》，《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１４年第３期；《“周诰殷
盘”是如何炼成的》，《中山大学学报》２０１７年第１期。



书写者也常常将个人的书写风格灌注于文本之中。

当然，无论宫廷文本的书写者在事实层面上如何施展他们的修辞技巧，但在书
写的 “伦理”层面，他们在这些公共性文本中并无合法的角色，缺乏自我表现的正
当渠道。以 《尚书》而言，王公贵族等言说者才是文本的中心，而在今日所知的早
期文献中，似乎只有见于 《左传》的 《史佚之志》、《仲虺之志》明确标示了书写者
的名字。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除非借助其他叙事者的转述，书写者无法在自己生成
的文本中显示其存在。董狐、齐太史、南史等史官得以名垂后世的方式并非是他们
自己手书的文本，而是 《左传》对他们书写行为的记述。面对赵盾的质疑，董狐在
朝中可以据理力争，他也因此进入了由左丘明书写的文本之中，但在他 “自己的文
本”中，除了偶尔使用一些隐秘的修辞，董狐只能保持沉默。

至于书写者的社会、文化地位，从 “尹”、“吏”、“事”等字形构造来看，执笔
被视为宫廷中治事者的标志，这显示在商周早期政治传统中，书写是较高政治地位
的象征，① 但高级公卿贵族是否亲自参与各类文书的书写，仍然是值得怀疑的问题。

饶宗颐通过对卜辞字体风格的研究指出，“契刻者乃别由史官任之，与贞卜者异其职
掌”，② 如果具有较高政治地位的贞人不必亲自契刻，则刻辞在占卜中虽然必要，但
似乎未可视为最具神圣性的核心环节。 《尚书·金縢》中周公为武王祷祝而 “史乃
册”，显示周公本人亦未参与文本的书写；而周秦以来传说中仓颉以 “黄帝之史”的
身份完成造字伟业，一定程度上也显示出时人对于 “书写者”在宫廷中所任政治角
色的认知。此外，从早期教育制度来看， 《国语》中申叔时论楚太子课程， 《礼记》

中 《王制》、《文王世子》、《内则》、《学记》论贵族教育，《论语》中孔子论士人教
育，均以经典文本的诵读与礼乐演习为主，仅 《内则》言 “十年，出就外傅，居宿
于外，学书记”，《周礼》言大司徒以 “乡三物教万民”，有礼、乐、射、御、书、数
“六艺”，③ 可见在周人观念中，“书写”或是贵族孩童时期学习的基础技能，或被视
作民众教育的基本内容，显然不属于关乎治道、人格的 “大学”之道。当然， 《论
语·宪问》中孔子称郑人制 “命”，由 “裨谌草创之，世叔讨论之，行人子羽修饰
之，东里子产润色之”。④ 《左传·襄公二十七年》弭兵之盟，赵孟与公子皙 “以齐
言”，⑤ 即亲自议定盟辞，可见虽然命书、盟书等的书写应为史、祝等职官之责，但
高级贵族也可视情势需要亲自参与文书的写定。不过，无可讳言的是，与 “书吏”
（ｓｃｒｉｂｅｓ）在古埃及社会中享有的声誉相比，早期中国文献对 “书写”的文化内涵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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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见李学勤：《论卿事寮、太史寮》，《松辽学刊》１９８９年第３期。
饶宗颐：《殷代贞卜人物通考》，香港：香港大学出版社，１９５９年，第２６页。
徐元诰：《国语集解》，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２年，第４８５页；阮元校刻： 《十三经注
疏》，第１３３２、１４０４—１４０５、１４７１、１５２２、７０７页。
刘宝楠：《论语正义》，第５６０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９９６页。



书写者文化地位的描述是相对匮乏的。西周史墙盘叙述了一个史官家族的累世功业，

却无一字提及书写；商周金文中多见 “作册”，然其所标榜者多为宣扬王命、使于四
方诸事，对于书写事务亦罕言及；《左传》、《论语》中记述董狐、史鱼等史官，但其
评价亦限于严守职分，“直”笔实录，凡此均可见宫廷文化中的书写虽然重要，在实
践中也发展出多样化的修辞艺术，但在普遍观念上仍被视作一种行政技能，对其评
价也多在职业框架内展开，缺乏与贵族个人价值、主体性之间的联系，无法像 “立
德”、“立功”、“立言”那样为贵族带来不朽的声誉。

然而，随着士人 “著述”之风的兴起，这一观念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桓谭称
“通才著书以百数，惟太史公为广大”，称扬雄 “才智开通，能入圣道”，王充称 “圣
贤不空生”，“教训必作垂文”，“著书表文，博通所能用之者也”，① 在 《汉书》、《后
汉书》等文献中，“善属文”、“能文章”已成为士人史传中的典型叙述，足见在汉魏
士人心目中，“著述”不仅是书写能力的体现，更与士人的文化品格、思想抱负乃至
历史地位密切相关。那么，“书写者”是如何从文本的边缘走向中心，最终成为广受
尊敬的 “作者”的呢？“书写”又是如何从一种高度程式化的行政技能变为士人安身
立命、也赢得声誉的重要方式的呢？当我们检视先秦时期留存下来的各种文本时，

围绕 《春秋》展开的一系列评述、阐释引起了我们的注意。

二、《春秋》的早期阐释与 “著述”观念的建立

战国至两汉私人 “著述”风潮的出现常让我们联想起 《左传》中叔孙豹所谓
“立言”以 “不朽”的论述。② 这种认知有其合理性，但也忽略了 “立言”与 “著
述”之间的核心差异———叔孙豹举鲁大夫臧文仲为 “人没”而 “言立”之例，③ 而
从 《左传》的记述看来，臧文仲之 “言”主要指他对于列国时事的即兴品评，曾被
东门襄仲征引的 “民主偷必死”这类警句格言，以及曾被其子季文子征引的教子之
言，显然，这些不朽之 “言”在当时都不是通过 “书写”的方式留存与传播，而是
在鲁国公卿这一人群中不断被复述。在这种话语的生成与传播机制中，“立言”者必
须依托于某一群体，他在此群体中的公开言论才能得到聆听、记忆和传播；也只有
在这一群体之中，他的名字才会连同其言辞而不断被提及，以至于不朽。一旦言辞
的传播范围越出这一群体，这些不朽之 “言”便很可能逐渐演变为佚名的古语、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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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朱谦之： 《新辑本桓谭新论》，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９年，第４１页；黄晖： 《论衡校
释》，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９０年，第１１７７、６０６页。
如章学诚论述私门著述之肇兴，即将其置于古人 “立言”的传统之中，认为 “古人立
言处其易，后人立言处其难”。（章学诚著，叶瑛校注：《文史通义校注》，第１８２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１９７９页。



语或俗语，① 除非它们在此之前被记录下来，而这正是 《尚书》、 《国语》、 《论语》

等 “语录”所承担的功能。至于 “著述”则不同，它是私人空间中的文本凝固，从
一开始就与现实人际关系无关，仅依赖无声的文字来赢得陌生的读者。因此，无论

是言说方式，还是传播途径，基于口传的 “语录”与基于书写的 “著述”都存在重
要差异。

基于这一认识，在传统文学史叙事中通常被视为同一文类的 “诸子散文”也就

有必要根据其生成机制的差异区分为两类。② 《孙子》、《论语》、《墨子》、《孟子》

以及 《荀子》中的 《儒效》、《议兵》、《强国》等诸子语录应归入 “立言”的传统，

在生成机制上更接近于 《尚书》。这些文本中的 “孙子曰”、“子曰”、“子墨子曰”、
“孟子曰”、“孙卿子曰”等引语的形式与 《尚书》中的 “王若曰”、“公曰”完全相
同。李斯曾在奏议中指出：“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

则心非，出则巷议。”③ “私学”虽然不具有官学那样广泛的权威性，但从话语权力
的建构方式上来说，私学中的宗师实具有类似于 “法教”中君主的话语权。因此，

似乎是对宫廷中 “记言”机制的模仿，在私学中也出现了一批旨在记录宗师言行的
文本。这些文本中的 “言说”者虽然由贵族变为圣贤，但无论是文本在私学内部所
具有的公共性、文本中言说者的权威形象，还是书写者的默默无闻，都与 《尚书》

完全相同，显然无法视作严格意义上的私人著述。从今存文本的形态看来，只有
《庄子》、《商君书》、《荀子》、《韩非子》中的多数篇章，以及 《礼器》、《乐记》、《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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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书》的 《牧誓》、《酒诰》、《秦誓》诸篇均引 “古人有言曰”，《左传》中列国公卿则
多次征引 “周谚有之曰”、“谚曰”，《论语》中孔子亦曾引 “南人有言曰”，凡此均为佚
名的 “不朽”之言。
司马迁、赵歧等都将 《孟子》等 “语录”视作 “著作”，至章学诚论 “私门著述”之肇
兴，则以 《孟子》为 “著述至战国而始专之明验也”。此后林传甲 《中国文学史》、陈
柱 《中国散文史》、郭预衡 《中国散文史》以及各个时期的主流文学史教材中均大抵沿
用此说，但褚斌杰 《中国古代文体概论》从文体生成的角度，指出 “诸子讲学语录”
与 “《庄》《荀》《韩》等各家著作”之间存在差异，揭示出两者的不同性质，不过，褚
先生将两者的先后出现视为论说文从孕育到成熟的演变过程，因此整体上仍视其为同
一文类。柯马丁在 《剑桥中国文学史》第一章中将 《论语》与 《孟子》视为 “与某些
杰出大师有关的思想、故事汇集”，而将 《荀子》、 《韩非子》视为 “主要由一位作者”
“执笔撰写的长篇论著”，显然也注意到 “立言”与 “著述”之间的核心差异。只是或
许受体例的限制，该书并未对这一差异背后的成因作进一步探讨。（章学诚著，叶瑛校
注： 《文史通义校注》，第６２页；陈平原辑：《早期北大文学史讲义三种》，第７２、

１３２—１３５页；郭预衡：《中国散文史》，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０年，第１１４—１７０
页；褚斌杰：《中国古代文体概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０年，第３４７页；孙
康宜、宇文所安主编： 《剑桥中国文学史》上卷，刘倩等译，北京：三联书店，２０１３
年，第９６—１０１页）
《史记》卷６，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３年，第３２１页。



学》、《礼三本》、《盛德》等见于 《礼记》、《大戴礼记》的论说文可以纳入 “著述”

的传统之中。至于 《老子》的情况则相对复杂，从其格言式的文本形态、多用韵词
的表达方式，以及马王堆帛书、郭店简所见 《老子》文本的早期形态看来，这一文
本经过了从记言体到持续改写、不断经典化的漫长过程，① 其形态也逐渐从 “语
录”变为 “著述”，显示出这两类文本之间亦非壁垒森严，仍然存在一定的共通
性。荀子、韩非子也许正是受到诸子语录的影响才开始了他们的 “著述”事业。

不过，整体上说，诸子语录与诸子 “著述”虽然语体风格略近，且源出同一知识
人群体，但毕竟根植于两种不同的文本生成机制，即便到了著述文化高度发达的
宋代，仍然有 《二程遗书》、《朱子语类》这样的语录持续产生，足见诸子 “语录”

与诸子 “著述”虽然相继出现，但并不可以简单视为一种文体由雏形到成熟的线
性发展过程。

那么，“著述”究竟具有哪些独立于 “语录”的文化内涵？当我们试图寻找这一
问题的答案时，战国秦汉士人围绕 《春秋》展开的早期阐释进入了我们的视野。从
此期具有代表性的私人著述看来，吕不韦撰书而名拟 “《春秋》”；司马迁论 《史记》

之撰述，则有 “继 《春秋》”之义；时人质疑 《太玄》“抗辞幽说，闳意眇指，独驰
骋于有亡之际”，扬雄乃援 “孔子作 《春秋》，几君子之前睹也”以为说；桓谭论
《新论》之旨，则言 “何异 《春秋》褒贬耶？”王充 《论衡·对作》论圣贤 “垂文”

之必要性，首标 “孔子作 《春秋》”，② 足见在秦汉士人心目中，《春秋》是具有典
范性意义的私人著述，其文体学意义显然不仅仅局限为刘歆所谓的 “事为 《春
秋》”。③ 无论是 “著述”行为自身的合法性、还是 “著述”中个人风格的合法性，
《春秋》都成为士人普遍援据的对象。但值得注意的是，孔子与 《春秋》之间的关系
既不是 《春秋》自身的文本形态展现出来的，也不是由某一个阐释性文本直接建构
起来的，而是由 《孟子》、《春秋》“三传”、见于 《春秋繁露》的大量经说、《史记》

中的 《孔子世家》、《太史公自序》等从战国至汉初的一系列文本持续构建出来的，

其中尤其是 《公羊传》、《春秋繁露》等早期公羊学经传以及 《史记》这样深具公羊
学背景的著述与之关系密切。在此过程中，“孔子作 《春秋》”的细节被不断丰富，

对于 《春秋》的文本性质、书写方式、阅读方式的讨论越来越具理论性与系统性，

一系列新的文本观念和文本批评方法逐渐形成，并深刻地参与到战国中后期以下士
人 “著述”观念的形成过程中。以下我们即围绕早期 《春秋》阐释中关注的三个核
心论题，尝试勾勒出 《春秋》“阅读史”的演进与私人 “著述”文化内涵的确立之间
的互动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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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问题，“书写”何以成为必要？前文已言，私学内部的话语权力分布与宫

廷具有相似性，掌握话语权的 “诸子”为弟子所环绕，后者将他们的大量言行铭记

于心，有时也将一些最具启发性的师教记录下来，例如 《论语》中子张听到孔子关

于 “言忠信，行笃敬”的一段论述后，即将其 “书诸绅”，① 显然是奉此为座右铭，

故书之以系于身。从 《论语》、《墨子》、《孟子》等文本看来，诸子在私学内拥有畅

通的表达渠道和可信赖的听众，当然也不乏富有挑战性的提问、对话者，这种话语

环境使得诸子大概完全不必担心自己充满智慧的言辞会消失在流逝的时光中———它

们已走进在座弟子的心中，并将由他们广泛、持久地传播出去。因此，战国诸子中

的多数，包括 “言盈天下”的墨子、杨朱都没有亲自从事 “著述”，足见私学的发达

非但不意味着 “著述”的必然出现，甚至还因为其话语传播体系的畅达而多少抑制

了 “著述”出现的必要。《韩非子·显学》称当时儒墨之士 “藏书策，习谈论，聚徒

役，服文学而议说”，② 描述的正是一种聚众言说，而非私人著述的状态。在这样的

背景之下，如何理解明确提倡 “述而不作”的孔子居然有 “作 《春秋》”之事，自

然也就成为早期 《春秋》学首先要解决的问题。《孟子》中的两段材料正是围绕这一

论题展开：

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

得已也。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当尧之时，水逆行，泛滥于中国……使禹治

之。……然后人得平土而居之。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及纣

之身，天下又大乱。周公相武王诛纣，伐奄三年讨其君，驱飞廉于海隅而戮之，

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世衰道微，邪说暴行

有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 《春秋》。《春秋》，天子

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 《春秋》乎！罪我者其惟 《春秋》乎！’圣

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吾为此惧，闲先

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

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 《春秋》而乱臣贼子惧。……我亦欲正人心，

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

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 《诗》亡，《诗》亡然后 《春秋》作。晋之 《乘》，

楚之 《梼杌》，鲁之 《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

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下》）③

在孟子看来，与 《诗》、《书》等代表宗周礼乐文明的经典依赖于 “王教”而获得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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泛传播及其权威性不同，《春秋》是在圣王缺位、王教崩坏的乱世中出现的，而 《春
秋》之所以犹能成为经典，则是因为它切中了春秋中后期以来社会混乱的根源。为

了阐明这一问题，孟子对早期社会发展中的几次治乱转换进行了回顾：在尧的时代，

祸乱来自天灾，最终由大禹治水而恢复治世；在晚商时期，祸乱主要来自 “暴君”，

常规的司法体系已经不可能约束他们，武王、周公由此不得已通过一系列军事手段

诛灭暴君，天下也由此重获太平。在这两次乱世中，杰出的上层政治人物整合各种

行政、军事资源，最终解决了生态或政治危机，他们本人也由此臻圣。但春秋时期

出现的这次混乱与前两次完全不同，矛盾不再集中于某一具体事件或人群，而是从
宫廷到一般家庭，全社会普遍性地出现了价值观念的混乱。在这样的乱世中，即便

是齐桓、晋文这样的霸主也无法扭转乾坤———齐桓弑兄继位，身死之后亦遭群公子

之乱；晋文历骊姬之乱，太子申生、公子奚齐、卓子、惠公先后见杀，最终以秦穆

公之助归国即位，他们身处政治漩涡之中，自身尚难免其罪，遑论重建天伦了，而

拥有知识与独立思想的士人遂取代政治人物，成为扭转危机的关键。在宫廷文化传

统中，原本任何文本的制作都应经过君主的授权，但在 “王者之迹熄”的乱世中，

士人为了拨乱救弊，不得不僭越 “天子之事”，以布衣之身行教立说，这一行为虽难
免招谤，但因关乎世乱，故亦当仁不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孟子之 “辩”在王教

崩解的现实中同样具有了革命性、正义性与必要性，而孔子 “作 《春秋》”更成为

与大禹治水、武王伐纣相提并论的 “成圣”伟业。孟子就此突破了孔子 “述而不作”

的论述，赋予乱世中的士人 “作”以救弊的权利与义务。

不过，孟子虽然塑造了孔子的 “作者”身份，但似乎并未强调孔子需亲自介入

文本的书写过程中。“其文则史”、“其义则丘窃取之”，这里只强调孔子将公共史料

赋予个人化的阐释，至于孔子如何 “窃取”其义，乱臣贼子如何从文本中获取 “其
义”而感到恐惧，《孟子》都未加说明。整体上看，孟子对于 “作”的理解基本还处

于 “立言”的传统之中，无论是公都子关于 “好辩”的质疑，还是孟子对 “言距杨

墨”的强调，显然都是基于现实语境中话语权的争夺，指涉的应当是孟子与许行、

告子等 “邪说”之间的论辩，或者是与公孙丑、万章等弟子之间的问对。对于孟子

而言，让他感到焦虑的是 “作”的权利问题，至于 “作”的具体方式、是否经过手

订，似乎尚未成为他关注的问题。类似的情况也存在于荀子的 《非相》与 《正名》

二文，① 尽管在论述中反复申述 “君子必辩”，但荀子的全部论述都围绕 “言说”这

一话语方式展开，无一字提及 “书写”。这一方面显示出战国士人对于个人表达权利
的关注，另一方面也显示出虽然此时私人著述已经出现，但对于 “书写”之文化内

涵的讨论尚不多见。

对于 “书写”之必要性的揭示在 《公羊传》中出现，相关描述见于 《哀公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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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年》：

春，西狩获麟。……麟者，仁兽也。有王者则至，无王者则不至。有
以告者曰： “有麕而角者。”孔子曰： “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

涕沾袍。颜渊死，子曰： “噫！天丧予。”子路死，子曰： “噫！天祝予。”

西狩获麟，孔子曰：“吾道穷矣。”……君子曷为为 《春秋》？拨乱世，反诸
正，莫近诸 《春秋》。则未知其为是与？其诸君子乐道尧、舜之道与？末不
亦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制 《春秋》之义，以俟后圣，以君子之为，亦
有乐乎此也。①

与孟子笼统强调 “孔子惧”不同，《公羊传》通过一系列与孔子个人关系密切的事件
烘托了他在 “作 《春秋》”之前的处境与心绪。仁兽现于乱世，哲人英年早逝，混
乱的世道使孔子感到一种巨大的陌生感与孤独感。据 《左传》记述，子路去世本在
哀公十五年 （前４８０），但 《公羊传》刻意将其与颜回之死置于同一时间点，并且以
“天丧予”、“天祝予”这样的表述将二者之死与孔子本人联系起来，显然意在强化孔
子的孤独感。至此，私学中畅达的话语传播体系失效了———尽管身边仍不乏弟子环
绕，但在孔子看来，他们已不是真正的可信赖的 “听众”，无法承担传播其 “道”的
重任了，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孔子发出了 “吾道穷矣”的悲叹。这里的 “穷”不是
指 “道”本身失效了，而是指 “道”无以传续。《公羊传》由此引入一个新话题———

当 “吾道”无法为世人所知时，如何实现 “道”的存续呢？通过对孔子 “为 《春
秋》”之旨的三种推测，《公羊传》引出了 “书写”的必要性问题：第一种 “拨乱反
正”与 《孟子》中的 “乱臣贼子惧”大抵一致，强调对现实乱世的回应与改变；第
二种 “乐道尧舜之道”，与 《孟子》中 “承三圣”的说法也有相关性，强调 《春秋》

上承圣王道统，这两种应是战国前期比较流行的对于 “孔子作 《春秋》”之动机的
认识；而第三种 “乐乎尧舜之知君子也”则是 《孟子》中从未言及的，它通过对于
时间轴的扭曲展现了一种面向未来的美好期待：尽管悟道者在当世也许是孤独的，
但他可以 “预知”在若干年后，总会有知己的君子出现，在未来某一个时刻接续、

光大道统。从行文上看，《公羊传》显然对第三种推测更为关注，故而在最后的陈述
中将 “制 《春秋》之义”落实为对 “后圣”的等待，而在颜回、子路等潜在的 “传
道者”已然辞世的情况下，孔子将如何跨越时间的鸿沟，实现与 “后圣”的直接沟
通呢？这时，“书写”自然成为独一无二的选择了。

可见，在 《公羊传》对孔子 “为 《春秋》”的塑造中，“著述”不仅意味着对于
现实社会的批判，更意味着 “作者”身处的孤独境地，而正是这种孤独感使得原本
的 “言说者”放弃充满激情的辩、说，转而从事寂寞的 “书写”。这种对 “书写”的
渲染在 《史记·孔子世家》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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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一辞”的描述强调了孔子对于 《春秋》文本的绝对掌控，① 而 “作 《春秋》”的
悲剧性意味在文本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② 当然，在 《孟子》揭示的 “救弊”、
《公羊传》揭示的 “传道”以外，司马迁又揭示出私人 “著述”的第三个功能：
“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也就是 “显名”。传统的 “立言”依赖于现场的听众，

这对于言说者的身份自然有一定的要求，而作为普通士人的司马迁对此颇感沮
丧———他在 《伯夷列传》中对此作了充满感情的论述：“悲夫！闾巷之人，欲砥行
立名者，非附青云之士，恶能施于后世哉！”③ 由于缺少听众，闾巷、岩穴之士
尽管砥砺高节，但除非借助孔子这样的 “青云之士”，便无法青史留名，因此，

如果说对于孔子而言，他仍可在 “言说”与 “书写”之间有所选择的话，则对
于司马迁这样的普通士人来说，“书写”就近乎成为他们唯一的选择了。从 《孟
子》、《公羊传》到 《史记》，“书写”与 “士人”之间的关系愈加紧密，“书写”

不再是弟子、门生保存圣贤箴言的辅助手段，而成为乱世中从圣贤到穷士普遍
用以拯济时弊、实现自我的独立方式，“著述”由此具有了与 “语录”不同的文
化内涵，这一点下文还将述及。

第二个问题，如何书写？宫廷文化中的职务性书写需遵循既定的法式，书写者
的修辞能力主要表现为如何完美地 “再现”他以各种感官接受到的外部信息———繁
复的行政信息、庄严的仪式，或是贵族的言行。尽管在实践中，书写者的立场、心
态、修辞习惯都会影响其个人书写风格的形成，但这种个人风格在传统书写制度中
是不合法的，是理论上应当努力避免的。那么，越出宫廷书写传统的 “孔子作 《春
秋》”将与传统的书写呈现出怎样的风格差异呢？《公羊传》以 “君子辞”这一概念
描述孔子在 《春秋》中形成的个人风格：

冬，十有二月己丑，葬我君桓公。贼未讨，何以书葬？仇在外也。仇在外
则何以书葬？君子辞也。（《桓公十八年》）

春，葬陈灵公。讨此贼者非臣子也，何以书葬？君子辞也。楚已讨之矣，

臣子虽欲讨之而无所讨也。（《宣公十二年》）

冬十月，葬蔡景公。贼未讨何以书葬？君子辞也。（《襄公三十年》）④

显然，这三处 “君子辞”都与 “不书葬”例有关。我们知道，《春秋》在诸侯去世之
后循例应书其下葬时月，但经文中有多处未书葬事，《公羊传》、《穀梁传》均认为这
当中有部分即是因为君主横死而臣子不能讨其贼，故实葬而不书葬，以彰显对于臣
子失职负恩的责罚，其例起于 《公羊传·隐公十一年》：“《春秋》君弑贼不讨，不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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葬，以为无臣子也。” 《穀梁传·隐公十一年》亦有类似表述，① 但在上举三例中，

鲁桓公为齐襄公所害，然庄公不能复其仇；陈灵公为夏徵舒所弑，然陈国诸大夫不

能讨徵舒；蔡景公则为世子般所弑，若循上举辞例，这三处都不应 “书葬”，但 《春

秋》于此三处偏偏均记载葬事，这看起来显然是对 “书法”的背离，也是经传、说

解应当 “弥缝”之处。事实上，经传对于这种 “破例”现象的通常解释策略是另起

一义，如 《穀梁传·桓公十八年》：“君弑贼不讨，不书葬，此其言葬，何也？不责

逾国而讨于是也。”② 认为 “贼不讨不书葬”只适用于国内之贼，如果是被外贼所

杀，则不必循此例。这种解释策略在 《公羊传》中也颇为常见，事实上仍然是强调
“书法”的程式化，但值得注意的是，对于上举三条经文，《公羊传》没有另起它义，

而是在不打破辞例的前提下，以所谓 “君子辞”的概念予以弥缝。所谓 “君子辞”，

就是孔子个人的书写风格，这种风格既非源于史策 “书法”，甚至也不是 《春秋》既

定的 “辞例”，而是基于书写者个人的立场、情性而对既有书写程式的有意打破，是

在 “辞例”已经确定的前提下，在书写过程中便宜行事，临时对辞例进行的突破。

且不论 《公羊传》对于这三处 “君子辞”的具体阐释有多少合理性，单就其揭出
“君子辞”这一概念来看，已经显示出早期公羊学在评价 “孔子作 《春秋》”时一种

观念上的变化———在私人著述中，书写者拥有一种前所未有的正当权利，使得他可

以突破既有文例，以一种合法的、个性化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好恶。《公羊传》有两

处提及孔子 “作 《春秋》”的具体过程：

不修 《春秋》曰 “雨星不及地尺而复”。君子修之曰：“星陨如雨。”（《庄公

七年》）

春，齐高偃帅师纳北燕伯于阳。伯于阳者何？公子阳生也。子曰：“我乃知

之矣。”在侧者曰：“子苟知之，何以不革。”曰：“如尔所不知何？《春秋》之信

史也，其序则齐桓、晋文，其会则主会者为之也，其词则丘有罪焉耳。”（《昭公

十二年》）③

第一条材料展现了孔子的修辞能力，常为学者所征引。比较费解的是第二条材料，

在 《公羊传》的叙述中，孔子明知史文存在错讹，却拒绝在 《春秋》中加以修改，

反而有意保存这处讹文。至于为何加以保留，《公羊传》引孔子之言曰：“其词则丘

有罪焉耳”，明确将 “词”视为孔子个人的一种表达权利。这里的 “有罪”与 《孟

子》中 “罪我者其唯 《春秋》”的说法虽然相似，但后者关注的是话语权问题，而

这里关注的则是书写方式的问题，《公羊传》通过孔子 “知错不改”这种近乎极端的

方式，意在强调孔子对于其书写风格拥有绝对的掌控权，也就是司马迁在 《孔子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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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中所言的 “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对比于 《论语》中孔子对郑人制 “命”程序
的描述，这种对于个人化书写风格的标举在传统的宫廷书写文化中是从未有过的。

这种基于个人书写风格的解经策略同样见于 《春秋繁露》。《精华》篇提出这样
一个问题：“《春秋》之法，未逾年之君称子，盖人心之正也。至里克杀奚齐，避此
正辞而称君之子，何也？”① 按照 《春秋》辞例，即位尚未逾年之君称 “子”，如
《庄公三十二年》“子般卒”即为此例，② 但 《僖公九年》却称 “晋里克弑其君之子
奚齐”，以 “君之子”称呼奚齐，显然与常规 “书法”不同。《公羊传》在此处另起
辞例：“弑未逾年君之号也”，③ 但 《精华》则认为此处并非辞例，而是基于书写者
与晋室之间的个人关系而对辞例临时有所突破： “仁人录其同姓之祸，固宜异操。

晋，《春秋》之同姓也，骊姬一谋而三君死之，天下所共痛也。本其所为为之者，蔽
于所欲得位而不见其难也。《春秋》疾其所蔽，故去其正辞，徒言君之子而已。”作
为书写者的 “仁人”因为鲁国与晋室 “同姓”的特殊关系，遂舍弃 “正辞”而加
“痛其祸”。如此 “随意”的书写却深为 《精华》所赞许，这充分展现了 《春秋繁露》

对于 “书写者”个性化表达方式的认可与提倡。

因此，在 《春秋繁露·俞序》这篇具有纲领性的经说中，“君子辞”被进一步提
升为孔子 “因行事加吾王心”的核心方式：

故子池言鲁庄筑台，丹楹刻桷，晋厉之刑刻意者，皆不得以寿终。上奢侈，

刑又急，皆不内恕，求备于人，故次以 《春秋》缘人情，赦小过，而 《传》明
之曰：“君子辞也。”孔子明得失，见成败，疾时世之不仁，失王道之体，故缘
人情，赦小过，《传》又明之曰： “君子辞也。”孔子曰： “吾因行事，加吾王
心焉。”④

《俞序》将 “君子辞”理解为孔子据人情而 “赦小过”，故于行文中变例以见其恕心，

进而指出，孔子正是通过这种看似不循辞例的书写方式，在对既有 “行事”的叙述
中体现其王道之心。很显然，在 《俞序》的理解中，这种 “王心”不仅指一整套公
共价值理念，也包括基于 “人情”的某些个人化情感；而在这一表述中，“君子辞”

所代表的个人化的书写风格不仅具有正当性，甚至成为整个文本中最具表现力的书
写方式。这充分体现了在公羊学的认知中，孔子 “作 《春秋》”绝不是对既有史事
的 “再现”，而是 “表现”孔子对于这段史事的认知与态度。

《春秋》的书写者当然不是随心所欲地遣词造句，《公羊传》多次提到 “实与而
文不与”的说法，正是强调即便书写者对于某些人物、事件抱有称许、同情之心，

但碍于体例，也无法在文辞中表现出来，这种严整的辞例构成了 《春秋》的基本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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貌。不过，尽管受制于辞例，《春秋》的书写者仍不时以出人意表、参差错落的变例

来展现其独特用心，这正是 《春秋繁露·玉杯》所言 “法布二百四十二年之中，相

为左右，以成文采，其居参错，非袭古也”。① 在众多对于 《春秋》书写风格的评价

中，“文采”一词的使用是比较罕见的，但结合其个人化风格的呈现，我们认为 《玉

杯》的这一描述是准确的。在这一阐释传统中，“书写”不再是程式化的产物，书写

者也不必再使用各种修辞手法隐秘地表达自己的情绪，对于个人书写风格的认可甚

至追求成为私人 “著述”最重要的文化内涵。

第三个问题，如何阅读？作为 “书籍环流”中的关键一环，文本如何被接受，

关系到作者的表达意图最终如何被获取的关键问题。简言之，早期的阅读观念大抵

可分两种，一种强调读者的能动性，如 《左传》中 “赋诗断章，余取所求”；② 马王

堆帛书 《要》篇言孔子读 《易》：“我后其祝卜矣！我观德义耳也”；③ 《论语》、上博

简 《孔子诗论》载孔子论 《诗》，处处以 “吾”为出发点；《孟子》论解 《诗》，以为
“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论读 《书》，以为 “尽信 《书》

则不如无 《书》，吾于 《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④ 这些都强调读者的主导性，

“以意逆志”说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倡导越过 “文”、“辞”等文本层面，以读者之心直

寻诗旨。另一种阅读观念也见于 《孟子》：“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

论其世也。是尚友也。”⑤ 这一说法意在强调作者对于阅读行为的主导作用，即通过

了解作者所处之 “世”来了解作者，进而最终实现文本的理解。用当代文学批评的

术语来说，是一种典型的 “外部研究”式阅读。⑥

可以说，上举第一种阅读法基于公共性文本的生成特点，而第二种阅读法则显

示出孟子对文本与个人之间关系的关注，可惜 《孟子》中没有关于 《春秋》读法的

明确叙述，这让我们无从得知孟子是否将这一方法用于 《春秋》的阅读。事实上，

私人 “著述”既然是一种以个人为中心展开的个性化书写，则在阅读中注重对 “作

者”书写动机的把握自应是其题中之义。不过，与 《孟子》强调 “外部研究”不同，

《春秋》公羊学、穀梁学均强调以文本自身的书写方式为媒介，通过对于 “微言”的

分析了解书写者的独特用意，进而体悟其灌注于文本中的 “大义”。而为了体悟这些

书写用意，公羊、穀梁家均建立起细密的辞例学，强调 《春秋》是一个结构完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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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例严整的有机整体，只有通过对于书中相似文例的比读、分析，乃可把握书写者
的精微用心。那些试图越过文辞直叩文心的阅读方法是不可靠的，此 《春秋繁露·

玉杯》所谓 “无比而处之，诬辞也”。① 这种对于 “辞”的高度关注和依赖与孟子解
《诗》时对于 “辞”的轻视甚至怀疑表现出鲜明的差异。

以公羊学为例，据笔者管见，其辞例大抵可分为 “常辞”、 “移辞”与 “诡辞”

三个层面。所谓 “常辞”，也称 “正辞”，就是常规的书写体例，例如 “三科九旨”、
“正月虽无事必书”、“君弑，贼不讨不书葬”等就属于最基本的 “常辞”，这是阅读
《春秋》的基础。所谓 “移辞”，也称 “变辞”，是基于书写者特殊的表达意图而对既
定书写体例的临时性突破，上文所举几处 “君子辞”即属于典型的 “移辞”。《春秋
繁露·竹林》言：“《春秋》无通辞，从变而移”，又言 “《春秋》之道，固有常有变。

变用于变，常用于常，各止其科，非相妨也”。② 这两句话可视为公羊学关于常辞与
移辞之间关系的核心概括。所谓 “诡辞”，也就是曲笔、讳笔，即基于某种特定的目
的而在文本上改变史实。严格意义上说，“诡辞”也可以说是 “常辞”中的一种，但
因其格外特殊，故单列为一类。《春秋繁露·玉英》言：“《春秋》之书事时，诡其实
以有避也。其书人时，易其名以有讳也。”③ 例如 《公羊传·闵公元年》：

冬，齐仲孙来。齐仲孙者何？公子庆父也。公子庆父则曷为谓之齐仲孙？

系之齐也。曷为系之齐？外之也。曷为外之？《春秋》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为
贤者讳。④

《公羊传》认为这里的 “齐仲孙”实际上是鲁公子仲孙庆父，但 《春秋》不愿意将此
恶人系于鲁国名下，故改变其名，假系于 “齐”，目的是为了 “为亲者讳”，避免显
鲁之恶。除了在书恶时用诡辞外，书贤亦用诡辞，例如 《春秋繁露·玉英》认为
“以酅入于齐者，实纪侯为之，而 《春秋》诡其辞以与纪季”。⑤ 为了维护纪侯的贤
人形象，《春秋》遂将以酅入齐之事尽归咎于纪季。这些 “诡辞”虽然改变了史实，

却体现了孔子的 “人情”与 “王心”，所以此节强调， “说 《春秋》者，入则诡辞，

随其委曲而后得之”。

公羊学建立的 《春秋》辞例如此复杂多变， 《春秋》的阅读由此成为一件颇具
“专业性”的不易之事，无怪乎荀子在 《劝学》中感叹 “《春秋》约而不速”。⑥ 《春
秋繁露·玉杯》这样描述其理想中 《春秋》的读法：“论 《春秋》者，合而通之，缘
而求之，五其比，偶其类，览其绪，屠其赘，是以人道浃而王法立。”《精华》篇亦

·１５１·

书写文化的新变与士人文学的兴起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４０页。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４６、５３页。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８２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２４４页。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８４页。
王先谦：《荀子集解》，第１４页。



言： “为 《春秋》者，得一端而多连之，见一空而博贯之，则天下尽矣。”① 这种
“回环式”的阅读显然不同于传统公共性文本的阅读，甚至与私学中聆听师教的理解

方式也完全不同。它一方面强调 “完整”地阅读，即 “合而通之”，如果没有通读全

书，很多辞例根本无从发现，如贯通全篇的辞例 “张三世”、“异内外”，均须通读全

书才能有所体会；另一方面，公羊学又强调 “反复”地阅读与比较，要将相似的事

例加以排比，分析其文辞的异同，或将相似的辞例加以排比，分析其本事的异同，

即 “五其比，偶其类”，例如当读到 《桓公元年》 “公即位”时，就要立刻回想到
《隐公元年》何以不书 “公即位”；而当了解到 “继弑君不言即位”的辞例后，又要

立刻想到宣公同样也是继弑君而立，何以仍书 “公即位”。可以想见，这种基于辞例

抉发的阅读方式对于 《春秋》文本的完整性与封闭性提出了高度的要求，只有在此

前提下，摒除 《春秋》以外相关史事的干扰，“辞例”的推演才有其成立的可能性，

读者也才能将阅读的重点始终维持在对 《春秋》的书写方式、而不是其书写内容的

关注上，此所谓 “屠其赘”。我们不妨略举两例，其一见于 《公羊传·隐公二年》：

无骇帅师入极。无骇者何？展无骇也。何以不氏？贬。曷为贬？疾始灭也。

始灭昉于此乎？前此矣。前此则曷为始乎此？托始焉尔。曷为托始焉尔？ 《春

秋》之始也。②

对于 《春秋》的读者而言，灭人之国真正始于何时并不重要，把握 “《春秋》之始”

才是关键。经师在此提醒读者，应暂时忘记作为史实的 “春秋”，进入由孔子建构的
“文本 《春秋》”。

另一个例子即上举 《公羊传·闵公元年》所见 “齐仲孙”。当弟子进一步追问鲁

公子庆父何以会被称为 “齐仲孙”时，经师的回答显示出鲜明的公羊学特色。按照

一般的阅读方法，我们应当去其他史籍中寻找称 “鲁公子庆父”为 “齐仲孙”的用

例，但公羊学先师 “子女子”的解释却简明而独到：“以 《春秋》为 《春秋》，齐无

仲孙，其诸吾仲孙与？”这里 “以 《春秋》为 《春秋》”可视为公羊家 《春秋》读法

的基本原则之一。子女子强调，读者不应在 《春秋》以外的文本中去寻找 “齐仲

孙”，既然 《春秋》经文未言齐有 “仲孙”，即可断定此返鲁之 “齐仲孙”只是 “系

之齐”，实际上就是 “鲁仲孙”。这种看似牵强的解释却正符合公羊学对 《春秋》文

本封闭性的强调———那些被孔子所删削的材料，显然是其有意删去的，孔子所保留

的文本足以构成一个自足的 “文本世界”，读者只有在这一体系内部体会其书写方

式，才可以完全体会书写者的用心。 “公子庆父”改称 “齐仲孙”，正体现了孔子
“为亲者讳”的独特用意。事实上， 《左传》通过对其他史籍的征引，发现这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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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齐仲孙”确实是齐人仲孙湫，① 这大概更符合 《春秋》经文中 “齐仲孙”之本意，

但 《公羊传》的这一解释思路对我们来说同样具有重要意义———为了突出 《春秋》

的封闭性和完整性，《公羊传》不容许 《春秋》存在文本上的讹误或疏漏，例如在
《桓公十四年》的经文中出现了 “夏五”二字，显然应当是 “夏五月”的脱文或
“夏”的衍文，但 《公羊传》不以此为解，只称 “夏五者何？无闻焉尔”。② 这种对
于 《春秋》文本完整性的高度看重，反过来也进一步加强了 《春秋》由孔子亲自
“笔削”这一认识的必要性。当刘歆以 《左传》为基础重新解释 《春秋》时，他毫不
讳言 《春秋》中存在 “官失之”的现象，③ 将 《春秋》的原始书写者———鲁史官重
新纳入 《春秋》的理解范畴之中，而杜预在解释 《春秋·庄公二十四年》经文中突
兀的 “郭公”二字时，也以 “盖经阙误也”为释，④ 将 《春秋》的后世 “写手”也
纳入文本解释的范畴之中，但这些在公羊学传统中都不被接纳，对于 《春秋》私人
“著述”的性质确认成为其展开阅读、阐释的出发点与最 终立足点。

总之，在战国秦汉儒士对于 《春秋》的持续阐发中，私人 “著述”成为一种颇
具象征意味的文化行为，它以个性化的书写风格成为乱世中的士人彰显个人立场与
性情的有效方式，而读者在阅读这类文本时，不仅要关注其书写的内容，更要善于
通过对文辞书写方式的体味，把握书写者的言外微旨。无论是文本的书写动机、书
写风格，还是读者的阅读方式，都被深深打上了 “个人”的烙印，一种以个人为中
心的新兴文学传统初步建立起来。

三、书写文化视域中的士人文学传统

《春秋》在清末民初的文学史叙述中一度占据重要的分量，以姚永朴 《文学研究
法》为例，基于桐城派的文章学观念，姚氏特别标举 《春秋》 “义法”，将其视为
“文学之纲领”，⑤ 对 《春秋》及于古文传统的影响作了细致梳理。但随着西方 “纯
文学”观念影响日巨，《春秋》由于看起来缺少形式上的 “美感”、叙事的技巧性以
及抒情性等 “文学”因素，逐渐被排除在先秦文学史研究的核心范畴之外。在２０世
纪２０年代以后的文学史中，与 《左传》获得的大量篇幅不同，《春秋》即便被提及，

也无外乎其 “编年记事”之祖的文体学意义，以及 “微言大义”的语言风格；⑥ 不
仅其在 “著述”文化建立的过程中发挥的作用未能得到充分揭示， 《春秋公羊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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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秋繁露》中出现的大量文本阐释案例、术语也因为属于经学范畴而鲜少为各种古
代文论汇编所收集，这不能不说是近代以来 “文学”学科视域渐窄所造成的遗憾。

事实上，以公羊学经师为代表的战国秦汉士人对于孔子 “作 《春秋》”这一文化行
为的认知，包括其动机、合法性、方式的讨论，以及围绕 《春秋》展开的阅读史、

阐释史，不仅大大丰富了根植于宫廷文化传统的早期书写文化，而且对构成后世文
学主流的士人文学传统的形成产生了深刻的影响，其文学史意义值得重新评估。以
下仅以 《孟子》及 《公羊传》、《春秋繁露》等早期公羊学著作为代表，从三个层面
略作陈述。

第一，通过对 “孔子作 《春秋》”背后动机的持续阐释，“著述”被逐步塑造为
一种既具公共关怀、又关乎个人价值实现的文化行为，并被赋予一种悲剧性色彩，

这大大丰富了 “书写”的文化功能和意义，也由此奠定了士人文学的精神传统。所
谓士人文学，主要是指由士人群体创造的一种富有独立性、批判性和艺术性的文学
样式，它伴随着战国时期士人阶层的崛起而出现，体现于两汉文章、建安风骨、正
始之音以及伴随着 “复古”观念而出现的 “初唐四杰”、“古文运动”、“新乐府运动”

等文学传统之中。这一传统的形成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产物，班固在 《汉书·艺

文志》中标举 《诗》学转关对于士人文学的影响：“春秋之后，周道 坏，聘问歌咏

不行于列国，学 《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① 王逸 《楚辞章句
叙》则强调屈骚之于士人文学的典范意义：“终没以来，名儒博达之士著造词赋，莫
不拟则其仪表，祖式其模范，取其要妙，窃其华藻。”② “风骚”由此被视为士人文
学精神之渊薮，沈约在 《宋书·谢灵运传》“史臣曰”中即言：“自汉至魏，四百余
年，辞人才子，文体三变……原其飙流所始，莫不同祖 《风》、《骚》。”③ 近代以来，

学者又从思想史的角度揭示出战国私学的发达对于士人文学的影响，而通过前文论
述可以看到，围绕 “孔子作 《春秋》”这一文化行为展开的一系列阐释同样加深了
战国至汉初士人对于 “著述”这一文化行为的认知。在 《孟子》对于 “孔子作 《春
秋》”的描述中，“作”意味着身居乱世的士人对于现实乱世的一种回应，是他们拯
济时弊、实现自我价值的必要方式，“著述”与战国 “私学”中的论说、辩难等口头
文化显然具有共同的思想史背景，这种独立性、批判性与现实观照的精神在 “著述”

出现之初就成为其核心内涵。而在 《春秋》公羊学对 “孔子作 《春秋》”的进一步
描述中，一种孤独、绝望的个人情绪得到强化，“书写”由此成为对现实深感绝望的
智者退守书斋、试图在未来世界寻求知音的过程，“著述”也由此获得了区别于私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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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辩的独特意涵。值得注意的是，宫廷文化中的早期书写已经具有传诸后世的意味，

商周钟鼎铭文普遍以 “子子孙孙永宝用”作结，《墨子·贵义》更明确指出：“古之
圣王，欲传其道于后世，是故书之竹帛，镂之金石，传遗后世子孙，欲后世子孙法
之也。”① 这些铭文、典册显然是面向后世读者的，但重要的是，这些读者的身份是
“后世子孙”———无论是在年辈、功业，还是在道德层面上，都匍匐于圣王脚下的后
辈，因此，言说者在文本中高高在上，华丽整饬的言辞彰显着他们的威严与光辉，

这种文本的书写是权力与地位的象征。但公羊学对 “孔子作 《春秋》”的塑造完全
不同，孔子期待的后世读者是那些伟大的 “后圣”，是与自己志趣相投、智慧相当的
“知音”，因此文本中的孔子不再高高在上，他甚至心怀忐忑，不知道读者是 “知我”

还是 “罪我”，“书写”脱离了现实的人际关系和权力网络，不仅是一种纯粹、独立
的 “载道”之举，也成为士人试图在历史中安放自我的精神慰藉，具有一定的悲剧
性色彩。早期公羊学对于 “著述”的塑造深刻影响了汉代士人，司马迁在 《太史公
自序》中明确以 “继 《春秋》”为己任，并将 “著述”的生成机制描述为 “人皆意
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来者”，② 无论是 “郁结”的心境，还是对
“来者”的期待，显然都与 “孔子作 《春秋》”一脉相承，③ 后世士人文学传统中的
“文以载道”、“穷而后工”、“不平则鸣”等观念都由此肇端。

第二，早期公羊学改变了人们对于书写方式的传统认知，对于个人风格的追求成
为新的书写潮流，一系列新的文本表现手法由此产生。在公羊学视域中，《春秋》通
过文本书写的方式重建了一个现实之外的 “竹帛世界”，这个世界遵循的价值理念、

社会秩序都由书写者本人来确立，体现其个人的价值判断，“书写”不再是宫廷文化
中程式化的技术行为，而成为一种个性化的文化创造，因此也就成为个人实现自我价
值的重要方式。 《春秋繁露·俞序》在描述 《春秋》的书写方式时，特别指出孔子
“假其位号以正人伦，因其成败以明顺逆，故其所善，则桓文行之而遂，其所恶，则
乱国行之终以败”。④ 这一表述非常有趣，不是孔子根据历史事件的成败来表达他的
好恶，反而是孔子依照他对历史人物、事件善恶性质的判定来决定他们最终的成败，

书写者由此居于文本的中心，而独立个性的张扬也成为士人文学的基本风格取向。

为了实现个性化的文本表达意图，早期公羊学塑造了一系列私人文本书写的
范式，其中尤以 “衍生型文本”生成方式的典范性意义最为重要。所谓 “衍生型
文本”，是指借助于对既有 “史记旧闻”的重新编定来呈现书写者自身价值理念的

·５５１·

书写文化的新变与士人文学的兴起

①
②
③

④

孙诒让：《墨子间诂》，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１年，第４４４页。
《史记》卷１３０，第３９７８页。
关于司马迁著 《太史公书》的公羊学背景，参见陈桐生： 《论 〈史记〉 “厥协六经异
传”》，《文献》２００１年第１期；《〈史记〉与春秋公羊学》，《文史哲》２００２年第５期；
边家珍：《论司马迁 〈史记〉创作与 〈春秋〉学之关系》，《浙江学刊》２０１４年第１期。
苏舆：《春秋繁露义证》，第１６３页。



书写方式，在战国秦汉时期非常流行。在当时的言说文化传统中，有 “毋剿说，

毋雷同”的观念，① 但在战国秦汉时期，却出现了一大批普遍具有互见关系的短
章，不同程度地散见于 《左传》、《国语》、《庄子》、《荀子》、《韩非子》、《管子》、
《吕氏春秋》、《新书》、《韩诗外传》、《淮南鸿烈》、《史记》、《礼记》、《大戴礼记》、
《说苑》、《新序》、《列女传》、《孔子家语》等文本中，一段故事或论述同时见于多个
文本的事例不胜枚举，早期学者常从辨伪学的角度，视之为文本晚出、伪造之据，

但近年来学界关于早期文本生成与传播的研究已经揭示出，这些叙事、说理性短章
在战国秦汉时期原本就具有公共性，是一些可以被反复使用的 “公共素材”。② 但值
得注意的是，如果对这些文本进行仔细比读，可以发现，多数文本的书写者都努力
通过对文本的改笔、留白、补笔或缀合，使得这些 “公共素材”与新的文本环境相
适应，从而形成一个圆融而具有整体性的新文本。看似简单的 “剿说”实际上成为
精细的文本 “重写”，而这种书写方式的典范性文本无疑正是 《春秋》。在公羊学视
域中，孔子虽然 “引史记，理往事”，所据文本不过是鲁国旧史，但通过丰富多变的
“时月日例”、“地例”、“名例”、“爵例”等各种辞例，成功地将国史改造为私人 “著
述”，《春秋繁露·玉杯》特别强调这种书写方式 “非袭古也”，③ 王充在 《论衡·超
奇》中论及鸿儒 “兴论立说”之要，亦标举 “孔子得史记以作 《春秋》，及其立义创
意，褒贬赏诛，不复因史记者，眇思自出于胸中也”。④ 足见汉人已有意区分 “改
作”与 “袭古”之间的差异。司马迁在 《史记·十二诸侯年表》中描述了他眼中
《春秋》之后的 “书写史”：

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
语，成 《左氏春秋》。铎椒为楚威王傅，为王不能尽观 《春秋》，采取成败，卒
四十章，为 《铎氏微》。赵孝成王时，其相虞卿上采 《春秋》，下观近势，亦著
八篇，为 《虞氏春秋》。吕不韦者，秦庄襄王相，亦上观尚古，删拾 《春秋》，

集六国时事，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为 《吕氏春秋》。及如荀卿、孟子、公
孙固、韩非之徒，各往往捃摭 《春秋》之文以著书，不可胜纪。⑤

司马迁将 《春秋》传说、《左传》节录、《吕氏春秋》乃至战国诸子的文本书写都纳
入 《春秋》的衍生文本序列之中，认为这些著作都是借鉴孔子 “因史记而作 《春
秋》”的方式，通过 “采取”、“删拾”、“捃摭”各种 “史记”、“时事”，最终形成新的
个人表达。这一认知虽未必尽合 《吕氏春秋》等文本的实际生成过程，但无疑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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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马迁对于这种衍生型文本书写方式的看重。可以说，正是基于 《春秋》学对于衍生

型文本书写方式的标举，基于孔子 “引史记”而 “作 《春秋》”这一书写方式所具有

的典范性，司马迁才敢于在其书写实践中通过对既有文本的剪裁、改笔、缀合来实现

自己 “贤贤贱不肖”的表达诉求，而 《项羽本纪》、《孔子世家》、《陈涉世家》等个性

化篇目的设置显然更是对 《春秋》 “假其位号以正人伦”的直接模仿。总之，把握
“孔子作 《春秋》”的文体学典范意义，是我们理解战国秦汉文学史的关键之一。

第三，早期公羊学建立起一种新的文学批评传统，确立了新的文本审美范式，

其对文本内部结构给予的高度关注为汉代章句学，乃至文章学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在公羊学的视域中，基于孔子 “因史记作 《春秋》”的文本生成方式，对于 《春秋》

“大义”的把握端赖于辞例的抉发，“辞”，也就是文本的书写方式，遂成为 《春秋》

学的核心，这与 “以意逆志”、“知人论世”等传统阅读方法均有不同，是一种立足

文本却又旨在探求言外之意的新兴文学批评传统，无论是对于书写者而言，还是对

于读者而言， “辞”都具有了相当独立的艺术价值。为了详细辨析 《春秋》辞例，

《春秋繁露》中出现了一系列的批评术语，有描述体例的 “常辞”、“移辞”、“诡辞”，

有描述书写风格的 “微辞”、 “婉辞”、 “温辞”、 “法辞”，在这丰富辞例的指引下，

《春秋》显得体例谨严而又不乏灵动变化，文采参错，令人目眩，无怪乎董仲舒用
“玉杯”、“竹林”、“玉英”、“繁露”等强调琳琅美感的词语来为其 “说 《春秋》事得

失”之文名篇，① 足见其对于 《春秋》文辞之美有着深切的体悟，而这种基于书写

文化的辞例应变之美，与 《左传》中基于口语文化的行人辞令之美，显然是完全不

同的两种审美范式。

同时，由于早期公羊学强调完整、反复的文本阅读，文本结构遂成为阅读中备

受关注的问题。《公羊传·哀公十四年》特别强调 《春秋》是一部首尾完足的 “书”：

“《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何以终

乎哀十四年？曰：‘备矣！’”② 这一整体性的文本按照时间的先后被分为 “所见”、

“所闻”、“所传闻”三世，各有不同的辞例，需要通过对三 “世”文本的比读、对

照，才能从整体上把握孔子对于世道盛衰的体悟，因此，《春秋》不仅是一部无法被

零散阅读的整体性文本，而且在阅读过程中还需特别关注 “世”、篇等文本层级对辞

例造成的影响。《公羊传·隐公十年》言：“夏，翚帅师会齐人、郑人伐宋。此公子

翚也，何以不称公子？贬。曷为贬？隐之罪人也。故终隐之篇贬也。”《公羊传·僖

公二十七年》又言： “冬，楚人、陈侯、蔡侯、郑伯、许男围宋。此楚子也其称人

何？贬。曷为贬？为执宋公贬，故终僖之篇贬也。”③ “终某之篇”的辞例显示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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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不仅是构成文本的基本单位，也是标记文本意义边界的基本层级，文本不是仅
仅以其自身的形态呈现其意义，它所处的语境、篇章层次同样影响着其意义的界定。

这种基于 “世”、篇等文本结构来探讨微义的阅读方式孕育了汉代发达的 “章句”之
学，同时也催生出所谓的 “文章”之学。① 王充 《论衡·正说》在论及 《春秋》“十
二篇”的篇数时指出：“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理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

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

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② 通过对 《春秋》篇法的辨析，王充清
晰地揭示了 “篇”的结撰方法与结构性意义，“连结篇章”这样的书写艺术也由此被
视作 “文人、鸿儒”才能掌握的一种重要文学技能，“书写”的文化地位较宫廷书写
时代显然大大提高了。

总之，我们当然不是说私人 “著述”的出现完全依托于早期 《春秋》学的发展，

但后者所形成的一系列书写观念、书写方式与阅读方式的新变，成为汉儒在论及
“著述”的合法性、必要性与艺术性等问题时常常援以为据的对象，足见以早期公羊
学为代表的 《春秋》阅读史和阐释史，在一定程度上确实与私人 “著述”文化内涵
的形成相伴随，是一种新的文本书写风格与审美范式生成的过程，也是各种文学批
评术语得以构建的过程。早期 《春秋》学中的部分概念，如 “义法”、“义理”、“微
辞”等后来越出 《春秋》学范畴，成为文章学中的重要概念，长久地影响了古典文
学批评传统的建立。值得注意的是，随着儒家思想成为国家意识形态，儒学由 “私
学”变为 “国教”，孔子由士人跃升为国家奉祀的先圣，《春秋》也由未知、“知我”、
“罪我”的私人著述变为太学中课试的圣经，“孔子作 《春秋》”的文化意味随之发
生微妙的变化。在西汉中后期以下士人的观念中，“作”重新成为圣人之禁脔，身为
“作者”的孔子也由期待 “后圣”的失意士人变为 “为汉帝制法”的 “玄圣”、 “素
王”，③ “孔子作 《春秋》”这一在早期公羊学中典型的 “私人著述”一定程度上被
重新纳入 “公共书写”的认知范式中，“著述”成为扬雄、桓谭、王充等两汉之际的
士人需要重新争取的权利，甚至公羊学自身也在多种因素的影响之下，于汉魏之际
逐渐淡出了学术中心舞台。这些或许正是造成 《春秋》及其早期阅读史在后世文学
史叙述中常被忽略的原因之一。早期公羊学提出的大量文本阅读方法虽然未能持续
伴随着中国阅读史的发展，但受其影响而崛起的士人文学传统仍深刻、长久地影响
了中国文学史的演进，值得我们在战国秦汉文学史研究中予以足够的关注。

〔责任编辑：李　琳　责任编审：王兆胜〕

·８５１·

中国社会科学　２０１８年第６期

①
②
③

吴承学、何诗海：《从章句之学到文章之学》，《文学评论》２００８年第５期。
黄晖：《论衡校释》，第１１３１页。
阮元校刻：《十三经注疏》，第２１９５页。



ｆｕｎｄａｍｅｎｔａｌ　ｃｈａｎｇｅｓ：ｔｈｅｒｅ　ｈａｓ　ｂｅｅｎ　ｎｏ　ｍａｒｋｅｄ　ｃｈａｎｇｅ　ｉｎ　ｔｈｅ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ｓ　ａｎｄ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ａｎｄ　ｐｒｅ－ｔｒｉａｌ　ｐｒｏｃｅｄｕｒｅｓ，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ｈａｓ　ｎｏｔ
ｂｅｅｎ　ａｄｅｑｕａｔｅ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　ｃａｕｓｅｓ　ｕｎｄｅｒｌｉｅ　ｔｈｉｓ　ｓｔａｔｅ　ｏｆ　ａｆｆａｉｒｓ，ｂｕｔ　ｉｔ　ｉｓ
ａｌｓｏ　ｄｕｅ　ｔｏ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ｆａｉｌｕｒｅ　ｔｏ　ｔｏｕｃｈ　ｔｈｅ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ｔｈｅ　ｌａｃｋ　ｏｆ
ｓｕｐｐｏｒｔｉｎｇ　ｍｅａｓｕｒｅｓ，ｅｔｃ．Ｆｕｔｕｒｅ　ｒｅｆｏｒｍ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ｆｉｎｅ－ｔｕｎｅ　ａｐｐｒｏａｃｈｅｓ　ｔｏ　ｔｈｉｓ　ｉｓｓｕｅ，
ｓｔｒｅｓｓｉｎｇ　ｔｈｅ　ｄｅｃｉｓｉｖｅ　ｒｏｌｅ　ｏｆ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　ｉｎ　ｓｙｓｔｅｍａｔｉｃ　ｊｕｄｉｃｉａｌ　ｒｅｆｏｒｍ．Ａｓ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ｅｌｅｍｅｎｔ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ｉａｌ’ｓ　ｃｅｎｔｒａｌｉｔｙ，ｔｈｅ　ｓｕｂｓｔａｎｔｉ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ｒｔ　ｈｅａｒｉｎｇ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ｄｉｒｅｃｔｅｄ　ｔｏ　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ａｌ　ｃａｓｅｓ　ａｎｄ　ｋｅｙ　ｗｉｔｎｅｓｓｅ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ｅｎｃｏｕｒａｇｅｄ　ｔｏ　ａｐｐｅａｒ　ｉｎ
ｆｕｌｌ　ｉｎ　ｃｏｕｒｔ．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ｇｉｖｅｎ　ｉｎ　ｃｏｕｒｔ，ｅｓｐｅｃｉａｌｌｙ　ｏｒ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ｓｈｏｕｌｄ　ｈａｖｅ　ｅｆｆｅｃｔｉｖｅ
ｐｒｉｏｒｉｔｙ，ａｎｄ　ｔｈｅ　ｃｏｎｔｒａｄｉｃ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ｌｅｇａｌ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ｆ　ｔｈｅ　ｐｒｏｓｅｃｕｔｉｏｎ，ｔｈｅ
ｄｅｆｅｎｓｅ，ａｎｄ　ｔｈｅ　ｊｕｄｇｅ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ｒｅｃｏｎｃｉｌｅｄ　ｗｉｔｈ　ｔｈｅ“ｅｖｅｒｙｄａｙ　ｌａｎｇｕａｇｅ”ｏｆ　ｏｔｈｅｒｓ
ａｐｐｅａｒｉｎｇ　ｉｎ　ｃｏｕｒｔ．Ｔｈｉｓ　ｓｈｏｕｌｄ　ｂｅ　ｃｏｎｆｉｒｍｅｄ　ｔｈｒｏｕｇｈ　ａｎ　ｏｐｅｒａｂｌｅ　ｐｒｏｇｒａｍ　ａｎｄ
ｓｐｅｃｉｆｉｃ　ｍｅｃｈａｎｉｓｍｓ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ｃｏｎｆｒｏｎｔａｔｉｏｎ　ｉｓ　ｔｈｅ　ｍａｉｎ　ｔｈｅｍｅ．

（７）Ｃｈａｎｇｅｓ　ｉｎ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Ｃｕｌｔｕｒｅ　ａｎｄ　ｔｈｅ　Ｒｉｓｅ　ｏｆ　Ｓｃｈｏｌａｒ　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Ｃｅｎｔｅｒｅｄ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ａｎｄ　Ｉｔｓ　Ｅａｒｌｙ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Ｃｈｅｎｇ　Ｓｕｄｏｎｇ·１３４·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ｃｏｍｍｅｎｔａｒｉｅｓ　ｏｎ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ｎａｌｓ，ｒｅｐｒｅｓｅｎｔｅｄ　ｂｙ　ｔｈｅ
Ｇｏｎｇｙａｎｇ　ｓｃｈｏｏｌ，ｒａｎｇｅ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Ｗａｒｒｉｎｇ　Ｓｔａｔｅｓ　ｐｅｒｉｏｄ　ｔｏ　ｔｈｅ　ｅａｒｌｙ　Ｈａｎ．Ｔｈｅ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ａ　ｓｙｓｔｅｍ　ｏｆ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ｂａｓｅｄ　ｏｎ“ｗｒｉｔｉｎｇ　ｂｙ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ｐｅｒｓｏｎｓ”
ｗｈｉｃｈ　ｎｏｔ　ｏｎｌｙ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ｅｄ　ｔｈｅ　ｉｍａｇｅ　ｏｆ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　ｂｕｔ　ａｌｓｏ　ｏｎｃｅ　ａｇａｉｎ　ｅｎｄｏｗｅｄ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ｗｉｔｈ　ｒｉｃｈ　ｃｕｌｔｕｒａｌ　ｃｏｎｎｏｔａｔｉｏｎｓ．Ｔｈｉｓ　ｂｅｃａｍｅ　ａｎ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ｗａ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ｓｃｈｏｌａｒｓ　ｐｒｅｓｅｒｖｅｄ　ａｎｄ　ｐａｓｓｅｄ　ｄｏｗｎ　Ｃｏｎｆｕｃｉａｎ　ｏｒｔｈｏｄｏｘｙ　ｗｈｉｌｅ　ａｔ　ｔｈｅ　ｓａｍｅ　ｔｉｍｅ
ｒｅａｌｉｚｉｎｇ　ｔｈｅｉｒ　ｏｗｎ　ｖａｌｕｅｓ．Ｕｎｌｉｋｅ　ｔｈｅ　ｆｏｒｍｕｌａｉｃ　ｏｆｆｉｃｉ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ｒｏｏｔｅｄ　ｉｎ　ｔｈｅ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ｏｆ　ｃｏｕｒｔ　ｃｕｌｔｕｒｅ，ｔｈｉｓ　ｐｒｉｖａｔｅ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ｅｍｐｈａｓｉｚｅｄ　ｔｈｅ　ｉｎｄｅｐｅｎｄｅｎｔ　ｐｒｅｓｅｎｔａｔｉｏｎ　ｏｆ
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　ｖａｌｕｅｓ　ａｎｄ　ｐｒｏｍｏｔｅｄ　ａ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ｓｔｙｌｅ；ｒｅａｄｅｒｓ　ｎｅｅｄｅｄ　ｔｏ　ｇｒａｓｐ　ｔｈｉｓ
ｐｅｒｓｏｎａｌ　ｍｏｄｅ　ｏｆ　ｗｒｉｔｉｎｇ　ｔｏ　ａｐｐｒｅｃｉａｔｅ　ｔｈｅ　ａｕｔｈｏｒ’ｓ　ｉｎｔｅｎｔｉｏｎｓ．Ｌｏｏｋｉｎｇ　ａｔ　ｔｈｅ　ｏｖｅｒａｌｌ
ｓｃｅｎｅ　ｏｆ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ｄｅｖｅｌｏｐｍｅｎｔ，ｏｎｅ　ｃａｎ　ｓｅｅ　ｔｈａｔ　ａ　ｓｅｒｉｅｓ　ｏｆ　ｉｎｎｏｖａｔｉｖｅ　ｍｏｄｅｓ　ｏｆ　ｒｅａｄｉｎｇ
ａｎｄ　ｉｎｔｅｒｐｒｅｔａｔｉｏｎ　ｒｅｖｏｌｖｉｎｇ　ａｒｏｕｎｄ　ｔｈｅ　Ｓｐｒｉｎｇ　ａｎｄ　Ａｕｔｕｍｎ　Ａｎｎａｌｓ　ｈａｄ　ｂｅｃｏｍｅ　ａ　ｓｅｅｄｂｅｄ
ｆｏｒ　ｅａｒｌｙ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ｈｅｏｒｙ，ｐｒｏｆｏｕｎｄｌｙ　ｉｎｆｌｕｅｎｃ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ｓｔａｂｌｉｓｈｍｅｎｔ　ｏｆ　ｔｈｅ　ｓｃｈｏｌａｒ－ｇｅｎｔｒｙ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ｔｒａｄｉｔｉｏｎ　ｉｎ　ｔｅｒｍｓ　ｏｆ　ｔｅｘｔｕａｌ　ｆｕｎｃｔｉｏｎｓ，ｆｏｒｍｓ　ａｎｄ　ｒｅｃｅｐｔｉｏｎ．Ｔｈｉｓ　ｐｈｅｎｏｍｅｎｏｎ
ｍｅｒｉｔｓ　ｔｈｅ　ａｔｔｅｎｔｉｏｎ　ｏｆ　ｓｔｕｄｅｎｔｓ　ｏｆ　ｌｉｔｅｒａｒｙ　ｈｉｓｔｏｒｙ．

（８）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ｏｎ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　ｉｎ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Ｑｉ　Ｈａｉｘｉａ，Ｄｏｎｇ　Ｑｉｎｇｌｉｎｇ　ａｎｄ　Ｈｕ　Ｊｉａｎ·１５９·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ｉｓ　ｍａｓｓｉｖｅ　ｄａｔａ　ｔｈａｔ　ｔｏｏｋ　ｓｈａｐｅ　ｏｎ　ｔｈｅ　ｂａｓｉｓ　ｏｆ　ｔｈｅ　Ｉｎｔｅｒｎｅｔ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Ｉｔｓ　ｅｍｅｒｇｅｎｃｅ　ｈａｓ　ｒａｉｓｅ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ｔｉｚａｔｉｏｎ　ｔｏ　ａ　ｎｅｗ　ｓｔａｇｅ，ｌａｕｎｃｈｉｎｇ　ｏｕｒ　ｊｏｕｒｎｅｙ　ｆｒｏｍ
ｔｈｅ　ＩＴ　ｅｒａ　ｔｏ　ｔｈｅ　ｅｒａ　ｏｆ　ｂｉｇ　ｄａｔａ．Ｂｉｇ　ｄａｔａ　ｉｓ　ｃｈａｎｇｉｎｇ　ｔｈｅ　ｗａｙ　ｉｎ　ｗｈｉｃｈ　ｗｅ　ｕｎｄｅｒｓｔａｎｄ

·７０２·

ＡＢＳＴＲＡＣＴＳ


